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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上，波斯文化是伊朗高原的主流文化，但伊朗历代王朝都是

多民族国家，民族和文化多元一直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现代伊朗疆

域形成的过程中，多民族互动造就了众多跨界民族以及纷繁复杂的民族关

系，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部落忠诚时常高于国家认同。 因此，整合国

族意识、塑造国家认同成为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 自礼萨·汗

建立巴列维王朝以来，伊朗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克服长期存在的多

元身份认同，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成功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统一。 当代

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语言文化自

由成为伊朗各民族的主要关切。 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对后发国家的

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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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ＳＷＵ１８０９４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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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认同①的概念因视角差异而不尽相同，具体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政
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② 国家认同是国家维系自身统一性、
独特性和连续性的基础。 如果国民对国家缺乏强烈认同，国家就可能因缺乏稳固的

心理基础而解体。③ 历史上不乏大国因国家认同脆弱而走向分裂的案例，当前世界

上诸多国家亦饱受国家认同危机的困扰。 例如，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于缺乏必要的基

础和有效整合而一直非常脆弱，而国家认同感的丧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印度尼西亚亦因国家认同危机致使国家统一面临巨大威胁；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的

国家认同困境，是各国国内矛盾和冲突频仍的重要诱因，比如多元认同并存、国家认

同脆弱成为阻碍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所在。④ 上述案例诠释了国家认同对民

族国家构建以及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意义。 相较而言，伊朗的国家认同较为

强烈。 现代伊朗⑤是以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由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以及

阿拉伯人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同部分后发国家一

样，多元身份认同对伊朗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政治挑战，但伊朗成功打造了具有强烈

认同的伊朗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
国外学者对伊朗民族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 卡维赫·

巴亚特 （Ｋａｖｅｈ Ｂａｙａｔ）的《伊朗族群问题》⑥概述了伊斯兰共和国宣扬伊斯兰主义对

国家认同的消极影响，分析了外部因素对伊朗民族分离主义的刺激作用。 阿克巴·
阿格哈加里安（Ａｋｂａｒ Ａｇｈａｊａｎｉａｎ）的《伊朗民族不平等概述》⑦一文对波斯人与少数

民族的发展失衡及其原因作了精辟析论。 图拉吉·阿塔巴克（Ｔｏｕｒａｊ Ａｔａｂａｋｉ）的《伊
朗的民族多元与领土完整：国内和谐与地区挑战》⑧从中央与边疆、领土依附与政治

边界、民族认同与社会流动三方面解析了伊朗领土完整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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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视角界定，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

认同，即国民认同；从民族文化视角界定，国家认同是个人承认和接受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后的归属感，是个人

对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的承认和接受。 参见李瑞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认同”研究概述》，
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９３ 页。

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载《学术探索》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３７ 页。
吴玉军：《国家认同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６９ 页。
参见郭艳：《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载《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郭艳：《印度尼西亚

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载《东南亚纵横》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

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冯燚：《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载《世界民族》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伊朗古称波斯，１９３５ 年更名为伊朗，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伊朗。 本文中的“伊朗”是国家概念，“波
斯”则是指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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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２，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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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格雷本尼科夫（Ｍａｒａｔ Ｇｒｅｂｅｎｎｉｋｏｖ）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忠诚之谜：阿塞拜疆人

缘何支持伊朗国家？》①从人口、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多维视角分析了阿

塞拜疆人对伊朗的国家认同。 卡维赫·巴亚特的《伊朗与“库尔德问题”》②梳理了

伊朗库尔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历程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理查德·卡塔姆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Ｃｏｔｔａｍ）的《伊朗民族主义》③分析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基础、类型和作用。
斯蒂芬妮·克罗宁（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Ｃｒｏｎｉｎ）的《现代伊朗的构建：礼萨·汗时期（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１）的国家与社会》④探究了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途径。

国内学界对伊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伊朗民族分布、
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格局的概述；⑤二是考察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路径选

择；⑥三是对伊朗国内的阿拉伯人、俾路支人、阿塞拜疆人等少数民族进行个案研究，
剖析这些少数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历史演变和解决路径，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对伊

朗的国家认同感。⑦ 总体来看，国外学界对伊朗民族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 国

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伊朗民族分布格局、伊朗民族主义以及伊朗部分少数

民族有重要价值，但对伊朗政府因应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路径缺乏深入

探讨。 整合国族意识、打造国家认同是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大多

数后发民族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的共同困惑和难题。 因此，本文拟在梳理伊

朗民族问题的基础之上，力图厘清伊朗应对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主

要路径，希冀对后发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提供些许借鉴。

一、 伊朗的民族问题

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波斯人早在 ２，５００ 年前就建立了国家⑧，但在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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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ａｔ Ｇｒｅｂｅｎｎｉｋｏｖ， “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ａ Ｌｏｙ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Ｗｈｙ Ｄｏ Ａｚｅｒ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Ｋａｖｅｈ Ｂａｙａｔ， “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４７， ２００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Ｃｏｔｔ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Ｃｒ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ｚａ Ｓｈａｈ １９２１－１９４１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王菊如：《伊朗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载《西亚非洲》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第 ３２－３６ 页；冀开运：《伊朗民族关

系格局的形成》，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６５－７２ 页；李鹏涛：《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载《世界

民族》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８１－８７ 页。
詹晋洁：《礼萨·汗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１）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１２ 页。
赵克仁：《伊朗胡齐斯坦问题透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３８－４５ 页；冀开运：《伊朗俾路支

斯坦民族问题解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２３－２８ 页；苏欣：《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

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３４－４７ 页；祖力甫哈儿·哈力克、黄民兴：《当代伊朗阿塞拜疆人国

家认同探讨》，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２５－３０ 页。
即举世闻名的第一波斯帝国（公元前 ５５０⁃前 ３３０），又称阿契美尼德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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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长河中，伊朗屡遭外族入侵，希腊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蒙古人以及阿富汗

人先后入主伊朗，在伊朗大地上建立政权。 阿拉伯帝国覆灭后，来自中亚的游牧民

族先后如潮水般涌入伊朗高原，改变了伊朗原有的民族结构，促进了伊朗多元民族

格局的形成。 伊朗高原数千年的民族迁徙史、八百余年遭受外族统治的辛酸史、近
代英俄操控伊朗疆域划定的屈辱史以及巴列维王朝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使伊朗面

临诸多民族问题，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民族构成复杂，跨界民族众多

伊朗是一个民族多元的国家，和周边邻国相比，其民族多样性远超伊拉克①和土

耳其②，惟有巴基斯坦③可与之相提并论。 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伊朗人口为 ８，１３５．２５
万，位居世界第 １８ 位。④ 由于伊朗政府拒绝实行民族识别政策，因而伊朗国内究竟

存在多少个民族，目前尚不得而知。 据学者统计，伊朗国内有 ４０ 多个民族，按照各民

族的语言可划分为三类：伊朗语系的波斯人、库尔德人、卢尔人、巴赫蒂亚尔人和俾

路支人等民族；突厥语系的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卡什凯人等民族；闪语系的阿拉

伯人等。⑤

除语言差异之外，伊朗各民族在人口比例和宗教信仰上也迥然有别。 波斯人是

伊朗的主体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 ６６％；阿塞拜疆人是伊朗的第二大民族，约占伊

朗总人口的 ２５％；库尔德人约占 ５％，其他民族一共约占 ４％。⑥ 在宗教信仰上，伊朗

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全国 ９８％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的比例高

达 ９０％。⑦ 伊朗穆斯林大多为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徒，其中包括波斯人、阿塞拜

疆人、吉拉吉人和马赞达兰人等，而伊朗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

人则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 此外，伊朗还有部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
伊朗存在众多跨界民族。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与阿塞拜

疆、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主体民族同属一族；伊朗的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民族特征上别无二致；伊朗西南部地区居住着 ３００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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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是伊拉克的主体民族，约占伊拉克总人口的 ７８％，库尔德人约占 １８％，其余还有少量土耳其

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 参见张维秋：《中国驻中东大使话中东：伊拉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 页。

土耳其的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 ８５％，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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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他们与邻国的阿拉伯人同宗同源；①俾路支人散居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阿

富汗三国交界处。 伊朗东西南北皆有跨界民族，每当伊朗处于历史动荡期，这些边

疆民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分离主义倾向。
（二） 各民族发展失衡，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差距极大

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以来，各民族发展失衡一直是困扰伊朗的民族问

题，尤其是波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差距极大，并有继续扩大之势。 伊朗各民族发展失

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地理分布。 从伊朗各民族的分布格局来看，波斯人主要聚居于中央高原

和北部地区。 这些地区自古以来是伊朗的核心地带，属于先进文明区和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地区。 伊朗其他民族则主要聚居在伊朗的边疆地区，除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

较为富庶外，大部分民族聚居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属于国家的

边缘地带。
第二，职业结构和城市化。 １９７６ 年，伊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

的 ３６．１％，这一数字在波斯人居住的中部省区仅为 １３．８％，表明波斯人在农业部门的

参与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到 １９９６ 年，中部省区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为 ２５．５％，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１３．２％，除克尔曼沙赫库尔德人（３７．７％）和胡齐斯坦阿拉伯人

（３６．５％）略低于全国水平外，伊朗其它少数民族均高于全国水平。② 伊朗的城市化

水平因族而异，非波斯人的城市化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９７６ 年，伊朗的城市

化水平达 ４６．８％，俾路支人和库尔德人的城市化比例尚不足 ２５％，而中部地区波斯人

的城市化比例则高达 ８０％。③ 到 ２００６ 年，伊朗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仍极不平衡。 据统

计，人口规模在 １０ 万以上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波斯人居住的中部地区，百万人口的大

城市在少数民族地区仅有 １ 个，其余都分布在波斯人聚居区。④

第三，受教育程度。 伊朗各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极不平衡。 １９７６ 年伊朗六岁以上

人口的识字率为 ４７．５％，而中部地区人口的识字率达到 ６６．１％，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１９％。 相比之下，其他各民族的识字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远低于波斯人的识字

率，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极低，如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女性的受

教育率不足 ２０％，而中部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率达 ５６．５％。 中部省区男性的受教育率

高达 ７４．８％，而在俾路支斯坦和库尔德斯坦，这一数字分别为 ３９．１％和 ４３．８％，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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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拜疆和克尔曼沙赫男性的受教育率状况相对较好，但也无法同中部省区相提

并论。①

第四，公共设施的使用。 １９７６ 年，伊朗 ５０％的家庭能够使用电力，而中部省区使

用电力的家庭比例高达 ８０％。 相较之下，库尔德人使用电力的家庭比例不足 ２０％，
俾路支人仅有 １２．４％。 自来水的饮用与居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直接相关。 １９７６ 年，
在波斯人聚居的伊朗中央各省，约 ７５％的家庭安装有自来水，而俾路支人则不到

２５％，库尔德人仅有 １２％，土库曼人约为 ２５％。 总而言之，公共设施在伊朗各民族当

中的分布极不平均。②

通过对地理分布、职业结构和城市化、受教育程度以及公共设施使用等指标的

分析，伊朗各民族发展失衡的状况已十分清晰，波斯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差距

明显。
（三） 国家认同与少数民族认同和部落忠诚的抵牾

纵观伊朗历史，游牧部落一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伊朗地域广袤，高
原与山脉纵横相间，地势崎岖不平。 内陆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匮乏。 卡维尔沙漠和

卢特沙漠位于伊朗高原的腹地，盐泽广布，人迹罕至。③ 高原、荒漠和山脉镶嵌的地

形使伊朗高度碎片化，伊朗国内基本没有内河航运，各地区相互孤立，人口流动性较

差。 碎片化的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部落的形成和发展极为有利，中央政府大多数时

候难以将统治延伸至国家的边远地带，这使得伊朗的边陲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部

落的控制当中，中央政府的管控更多是名义上的，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

政治统一、中央集权和文化认同，自古以来就很难维持。④ 地方分权与地方自治成为

一种常态，只有少数王朝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税收、贡赋、臣服和安定，对少数民族

的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和信仰的关注度有限，只要各民族效忠王朝并缴纳贡赋，其
生存就不会面临威胁。 有学者指出，“在伊朗古代社会中，波斯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

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政府倾向于鼓励而非消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⑤。
因此，在近代之前，伊朗各民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民族差异性极大，缺乏国家认同，
这是伊朗古代社会遗留的沉重历史负担。 即便在当今社会，伊朗境内的 ４０ 多个少数

民族都有各自的族名，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特色，多元化特征明显。
波斯人虽然是伊朗的主体民族，但自萨珊王朝覆灭以来，伊朗历代王朝的统治

者皆是异族，直到巴列维王朝时波斯人才重新执掌政权。 霍布斯鲍姆 （Ｅｒｉｃ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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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ｂｓｂａｗｍ）认为，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

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① 而伊朗由于长期缺乏主体民族的有效整合，各民族

和部落形成了服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异的多元局面。 血缘、地域、族群和宗教

信仰是民族和部落认同的重要依据。 如何使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认同纳入共同的

民族国家认同，一直是伊朗统治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正如有学者所言：“长期的分

离主义倾向、区域自治状态以及地域亚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伊朗境内各族群的身份认

同危机，部落认同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民族与国家认同观念比较淡漠。 在‘我们是

谁？’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少数族群有着首先归属于部落、本民族和宗教的天然自觉

性，部落与什叶派伊斯兰信仰始终是少数族群忠诚和义务的中心……其次才是政治

认同意义上的伊朗国家。”②

二、 当代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简单来说，国家认同是指“人们对其所在国家的认可和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

家的基本关系。 国家认同决定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进而决定国家的稳定与繁荣”③。
国家认同建构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至关重要，对伊朗统治者而言，如何培育民

众的国家认同是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枢纽。 国家认同建构指统治者运用手中的资

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使公民对国家产生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④ 礼萨·汗从

部落、行政区划、交通通信、教育和文化整合⑤等多维路径入手，整合民族意识，打造

伊朗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完成了伊朗从传统部落型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
（一） 部落政策： 镇压叛乱与游牧部落定居化

历史上，游牧部落是伊朗重要的社会力量，也是伊朗国家统一的破坏性因素。
巴列维王朝建立前，伊朗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一
些重要的部落酋长和氏族首领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统治权。 部落林立使伊朗国家

缺乏内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凸显了中央政府的脆弱性。 礼萨·汗掌权后，决心肃

清地方部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礼萨·汗的部落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坚决镇压部落叛乱，削弱和挤压部

落势力的生存空间。 自执掌权柄起，礼萨·汗先后平定库尔德人、卢尔人、阿拉伯人

和土库曼人等地方部落势力的叛乱。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礼萨·汗通过监禁、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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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部落首领，削爵夺位、没收地产以及异地流徙等方式，基本扫除了部落势力的威

胁，伊朗中央政府的权力触角得以延伸至部落政治结构的最底层。① 为摧毁部落政

治的经济和军事基础，礼萨·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包括在部落聚居区驻军、解
除部落战士的武装、征召部落青年入伍、挑唆内部矛盾、没收地产、打击部落首领、限
制迁徙以及强迫定居等。② 礼萨·汗对游牧部落的镇压和瓦解行动十分成功，游牧部

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伊朗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强制游牧部落定

居。为打破游牧部落对部落首领的忠诚与追随，加强中央政府对部落的驾驭和管控，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伊始，伊朗政府强制游牧部落定居，部落民必须放弃游牧、居无定所

的生活方式，转向农耕和定居生活。该政策效果显著，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前，伊朗部

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５％，３０年代骤降至８％，６０年代下降到３％；１９７６ 年伊朗人口

约为 ３，３７０ 万，部落人口仅有 ３５ 万，比例约为 １％，伊朗的部落民几乎消失殆尽。③

礼萨·汗实施的游牧部落定居化政策解构了部落属民对氏族首领的从属关系，
部落民依赖国家赐予的土地为生存之本，由牧民转化为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提供

兵源。 受此影响，新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建立，部落首领的绝对权威不

再，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和服从，从而培育了新农民的国家认同。
（二） 行政区划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与完善地方行政机构

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主要被皇室成员、高级官僚和地方部

落首领垄断。 国王在理论上可以自由任命地方各省的行政官员，但实际上，国王受

到严重掣肘。 在部落族群聚居的地方行省，国王必须从具有声望的部落家族中挑选

省长，或任命为部落家族认可的官员。 纳赛尔丁国王（Ｎａｓｉｒ ａｌ⁃Ｄｉｎ Ｓｈａｈ）被认为对地

方行省的掌控超过了该王朝的历任统治者，但他也被迫从部落家族中选择省长，并
对官职世袭继承的惯例束手无策。 即便是对地方法官等行政官员的任命也必须得

到地方部落的认可。④ 礼萨·汗掌权后，旋即着手改革地方行政区划，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先后两次颁布《行政区划法》，以法国和普鲁士的单一制行政区划

为蓝本，建立新的合理的地方管理体系。 新颁布的《行政区划法》规定，伊朗实行省、
县、区、市（镇）四级行政管理体制，全国分为 １０ 个省，省下设县，县下设区，区下设市

（镇），市（镇）管理若干乡村地区。⑤ 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省长、县长、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Ｃｒ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ｚａ Ｓｈａｈ １９２１－１９４１， ｐ． ２２５．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ａｎ， Ｉｒ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１４１．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６９， ２５１．
Ｓｈａｕｌ Ｂａｋｈａｓｈ， “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ｒａ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１９８１， ｐ． ３３．
Ｈ． Ｅ． Ｃｈｅｈａｂｉ， “Ａｒｄａｂｉ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２， １９９７， ｐ．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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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以及其他地方官员一律由中央内政部任命。
在巴列维王朝之前，同中东多数国家一样，伊朗国家政权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

城市之中，无法对部落社会实行直接统治和有效管辖，只能进行间接控制。 国家只

能接触到部落首领，通过他们对部落属民实行间接统治。 这些首领成为地方统治者

和军事首领，扮演国家与部落民之间的掮客。① 中央政府既无地方官吏任免之权，也
无部落事务裁决之责。 国王意志和政府法令难以传达至社会基层，部落属民尤其是

边缘地区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自然淡漠。 改革后，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建

立以及官员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担任，使国家政令畅通全国，社会大众知晓国

家意志。 有学者认为这是伊朗现代史上，中央政府的权力触角第一次迈出首都，深
入地方行省、县乃至乡村。② 此举消除了中央政府与社会底层的鸿沟，对于宣扬君主

权威、塑造国家认同以及强化国家凝聚力意义重大。
（三） 交通通信政策： 兴建全国交通网络

伊朗辽阔的疆域和地理碎片化是地方分离主义势力频繁滋生的重要因素。 闭

塞的地理环境使游牧部落形成封闭型社会，游牧群体依靠游牧产品基本实现自给，
内部服膺于氏族族长的绝对权威，等级森严，结构稳定。 国家实际上分裂为众多相

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松散社会实体。 １９００ 年伊朗的铁路里程尚不足 ８００ 英里，相对

于广袤的疆域可谓微不足道。 礼萨·汗认识到，不打破各地区相互隔绝的闭塞状

态，伊朗的国家认同建构无从谈起，因而致力于建造全国交通网络。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３８
年，伊朗修建了 １．４ 万英里的新道路，其中一级道路（高速公路）的长度超过 ３，０００ 英

里。 １９２０ 年至 １９３３ 年，伊朗商品的运输费用降低了 ３ 倍，耗时节省了 １０ 倍。③ 修建

贯穿伊朗的铁路大动脉是礼萨·汗在道路建设上的最大成就，他将这条铁路称为

“伊朗发展进步、繁荣富强的最有力保障”。 到礼萨·汗逊位前，伊朗新建的道路总

里程达 １．５ 万英里，伊朗的乘客、货物和邮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不再需要漫长

的数月，数日即可到达。④ 同恺加王朝相比，礼萨·汗时期从德黑兰或各省省会调派

军队前往边远地区的速度提升了数倍。
穆罕默德·礼萨继承其父的未竟事业，继续修建贯穿伊朗的道路系统。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德黑兰—马什哈德铁路开通，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从班达尔沙至戈尔甘的支路开通。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德黑兰—大不里士铁路开通，１９７１ 年 ９ 月，从谢拉夫·卡勒赫至土耳其

边境的支路开通。 在东南部，伊朗修建了库姆至伊斯法罕的铁路，并继续延伸经克

尔曼，最终直抵扎黑丹。⑤ 新建的铁路直抵伊朗的东北、西北和东南边疆，这些地区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１ 页。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ａｎ， Ｉｒ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 １３７．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６７．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ｎｃｚｏｗｓｋ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 ３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５５－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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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等民族的聚居区。
交通通信的迅猛发展对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加强了中

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控，使边缘地区不再孤悬于国家统治之外，并服膺于中

央权威。 其次，打破了各地区的封闭状态，侵蚀和削弱了游牧部落原有的经济基础，
促进了地区或全国性的经济融通，有利于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① 最后，促进了各民

族的交流融合，消除各民族语言、服饰、传统和习俗多元各异的局面，有利于构建具

有文化同质性的国家认同。
（四） 教育政策： 强化文化认同和爱国主义

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是伊朗培育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符合礼萨·汗时期的基

本国情。 １９２１ 年政变前，库尔德斯坦、胡泽斯坦和法尔斯等地相继爆发分裂运动，众
多部落建立了半自治的统治区域，伊朗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尽管礼萨·汗顺利戡

定内乱，但他意识到使用武力只能在短期内维持统治，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克服

伊朗人根深蒂固的两种认同：次国家的地方和部落认同以及超国家的伊斯兰认同。
礼萨·汗认为，惟有教育才能使伊朗各民族紧密团结，为伊朗人构建起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 他将教育视为伊朗构建民族凝聚力、削弱伊斯兰教认同和地方部落认同

的最有效方式。②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伊始，伊朗着手实施教育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全体学校

一律使用波斯语为教学语言，向全国中小学推行用波斯语统一编写的教材，教师在

课堂上必须使用唯一正确的标准发音，禁止使用地方方言。 第二，挖掘和弘扬前伊

斯兰时代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三，在地理教学上努力培养学生的国家

统一意识，强调伊朗各地区的联系。 第四，清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用词汇，寻找

“纯粹”的波斯语词汇替代。 第五，宣扬爱国主义，培育学生对祖国的热爱是教育的

核心主题。 礼萨·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独

立。 他教导学生要将“服务祖国视为最高理想”，并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

上”。③

通过推行波斯语、弘扬古代波斯文化以及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礼萨·汗缩小了

伊朗各民族及社会各阶层的差异，促进了伊朗国民的同质化，强化了伊朗民族共同

体意识。 大卫·梅纳斯赫利（Ｄａｖｉｄ Ｍｅｎａｓｈｒｉ）认为，塑造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是礼

萨·汗教育改革的首要贡献，“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缩小了伊朗中央与边疆地区的

·８２·

①

②

③

美国学者戈尔德施密特将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视为伊朗民族凝聚力强烈的重要原因。 参见［美］小
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０５ 页。

Ｄａｖｉｄ Ｍｅｎａｓｈｒ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９４．

Ｉｂｉｄ．， ｐｐ． ９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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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培育了伊朗国民的国家认同，促进了伊朗的现代化”①。

三、 当代伊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近代以来，伊朗先后经历英俄（苏）入侵、巴列维王朝覆灭和两伊战争等剧变，仍
维持了国家统一，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分崩离析的命运，这同少数民族对

伊朗国家的强烈认同密切相关。 在此期间，伊朗虽曾出现个别少数民族的分裂运

动，但并未形成各少数民族对抗中央政府的合力。 两伊战争中，伊朗各民族同仇敌

忾，抵御外敌，捍卫伊朗的领土完整，便是伊朗国家认同超越少数民族认同的最好例

证。 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以下几大基础之上。
（一） 共同的历史认知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共同的历史认知或记忆对于培育国家认同和凝聚人心十分重要。 伊朗拥有悠

久辉煌的历史，早在 ２，５００ 年前，波斯人就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帝国。 阿契美尼德、
安息和萨珊波斯构成了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辉煌历史，伊朗人对此久久不能忘怀。
２００３ 年，伊朗阿塞拜疆人希琳·艾巴迪（Ｓｈｉｒｉｎ Ｅｂａｄｉ）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还自豪

地宣称：“我是伊朗人，是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子孙。”②苏联学者伊凡诺夫认为，礼
萨·汗采用古老的巴列维作为姓氏，其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王朝同古代的安息王朝结

合起来，实际是对古代波斯帝国荣耀的一种记忆。③ 正是基于对古代辉煌历史的共

同认知，伊朗人具有强大的历史认同感。 有美国学者认为，在历史认同感方面，中东

国家没有一个能与伊朗相提并论。④

伊朗的国家认同还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悠久灿烂的文化是伊朗各民族共

同的宝贵财富。 伊朗学者扎比胡拉·萨法指出，从 １１ 世纪末开始，波斯语不仅成为

伊朗高原普遍使用的文学语言，也成为整个伊朗民众日常交际的通用语。⑤ 有英国

学者认为，从那时起，波斯语就成了打造和保持波斯认同感的重要一环。⑥ 在中世

纪，波斯语是伊朗各民族文化名人创作和交流的媒介，波斯诗歌和波斯文学成为各

民族传诵的对象，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王朝也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 伊朗各民族对

国家的忠诚不再基于土地，而是基于波斯语言和文化。 伊朗史专家阿尔玛贾尼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Ｍｅｎａｓｈｒ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３０３．

祖力甫哈儿·哈力克、黄民兴：《当代伊朗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探讨》，第 ２９ 页。
［苏］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４４５ 页。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 ２０５ 页。
［伊朗］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英］杰佛瑞·帕克、［英］布兰达·帕克：《波斯人》，苑默文、刘宜青译，新北：广场出版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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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ｈｙａ Ａｒｍａｊｉａｎｉ）将波斯文化的凝聚作用称为“文化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波

斯人和其他各民族在“文化主义”中找到了认同。①

（二） 伊斯兰教和什叶派的凝聚作用

伊朗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朗总人口的 ９０％左右。 尽管

伊朗多种宗教并存，但从信徒比例来看，穆斯林和什叶派信徒占据绝对优势。 从这

一点来看，可以说伊朗是宗教信仰相对纯粹的国家。 伊朗以什叶派立国始于萨法维

王朝，已有 ５００ 余年的历史。 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之前，伊朗高原四分五裂，各民族

相互攻伐，一盘散沙。 萨法维统治者以什叶派为纽带，将伊朗各民族打造成为具有

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 伊斯兰教史学家认为，以什叶派为国教，使伊朗有力量

抵御邻国的扩张势头而获得生存，这是自 ７ 世纪以来第一次以波斯民族占主体的国

家独立于世，它以什叶派的形式保留了波斯文明和波斯民族的独特性格。② 此后，什
叶派深深扎根于伊朗人的心中。 兹举一例，伊朗众多男性都以什叶派伊玛目阿里、
侯赛因、哈桑和礼萨之名为名。 据统计，伊朗男性人名最多的是阿里、侯赛因和礼

萨，其中名字叫阿里的男性占伊朗男性总数的十分之一。③ 什叶派教义作为伊朗大

多数民众的共同信仰，是联结伊朗大多数人民的纽带，同时也是伊朗国族认同的重

要来源。
（三） 伊朗政府应对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措施

伊朗各民族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还得益于伊朗历届政府灵活务实的因

应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措施。
第一，对分离主义思想和运动保持高压态势。 面对少数民族分裂运动，伊朗历

届政府皆主张使用强硬手段，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库尔德人是 ２０ 世纪伊朗

民族分裂运动的最大祸源，先后三次掀起叛乱高潮，皆遭中央政府镇压。
第二，拆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减少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 恺加王朝时期，

伊朗各省面积辽阔，人口众多，且多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难以管控。 巴列维王朝采

取大而化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拆分地方行省，分割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 为了

消除一些省份的地方主义和民族内涵，各省只设数字代码，不授予具体的省名。④ 阿

塞拜疆省是阿塞拜疆人的聚居区，礼萨·汗将阿塞拜疆拆分为第三省和第四省。 二

战后，两省被短暂合二为一。 １９５８ 年，伊朗政府再次将阿塞拜疆省一分为二。 此次

阿塞拜疆省的再分被广泛视为伊朗政府将阿塞拜疆人“分而治之”的一次尝试。 继

阿塞拜疆省之后，其他民族聚居区也被陆续拆分。 第八省的东部地区从克尔曼分

离，建立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第七省（法尔斯）被拆分为法尔斯、布什尔和博耶尔·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Ｙａｈｙａ Ａｒｍａｊｉａｎｉ，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７２， ｐ． ８６．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５８ 页。
杨涛、张立明：《伊朗概论》，第 １１５ 页。
Ｈ． Ｅ． Ｃｈｅｈａｂｉ， “Ａｒｄａｂｉ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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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 至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地方行省的数量已经增至 ２４ 个。①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沿袭前王朝拆分民族聚居区的政策。 １９９０ 年科吉卢耶博耶

尔—艾哈迈迪从胡泽斯坦分离建省，１９９３ 年阿尔德比勒从东阿塞拜疆分离建省，
２００４ 年伊朗政府将呼罗珊省拆分为南呼罗珊、北呼罗珊和拉扎维呼罗珊。②

第三，身份证和户籍管理不设民族身份识别。 民族身份只是伊朗民间交往的个

人习惯，出生证明③、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不显示个人的民族信息，以此淡化民族身

份认同。
第四，利用伊斯兰认同削弱少数民族认同。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霍梅尼曾就

伊朗少数民族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库尔德人、卢尔人、突厥人和俾路支人等民族不

应该被称为少数民族，因为这个词本身意味着这些兄弟之间存在差别，然而伊斯兰

教完全不存在这种差别。 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穆斯林是没有差别的，譬如，阿拉伯

人和波斯人就没有差别。 少数民族问题是由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刻意制造的，他们不

希望穆斯林国家获得统一……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

问题，可这些问题违背了伊斯兰的教义”④。 霍梅尼强调穆斯林皆兄弟，企图利用宗

教的同化作用抵消各民族的差异，削弱少数民族认同，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强化伊

朗国家认同。
第五，伊朗各民族通婚基本没有障碍。 不论在伊朗上流社会、还是寻常百姓之

家，民族身份不成为彼此通婚的鸿沟。 巴列维国王的第二任妻子苏拉娅来自巴赫蒂

亚尔族。⑤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父亲是阿塞拜疆人，其母则是波斯人。 不论在

前王朝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伊朗民族通婚不存在政策层面的禁忌或限制，婚姻是

个人的自由选择。
第六，选拔官员不论民族出身，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少数民

族官员在伊朗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官政要屡见不鲜。 其中，阿塞拜疆人尤为

出色，涌现众多开国元勋和知名人士。 譬如，共和国首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

（Ｍｅｈｄｉ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前总理穆萨维（Ｈｏｓｓｅｉｎ Ｍｏｕｓａｖｉ）、前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帕尔

维兹·达沃迪（Ｐａｒｖｉｚ Ｄａｖｏｕｄｉ）、伊朗能源部长帕尔维兹·法塔赫（Ｐａｒｖｉｚ Ｆａｔｔａｈ）、伊
斯兰革命卫队前司令叶海亚·萨法维（Ｙａｈｙａ Ｓａｆａｖｉ）和原子能组织前主席吴拉姆·
礼萨·阿加扎德（Ｇｈｏｌａｍ Ｒｅｚａ Ａｇｈａｚａｄｅｈ）等。⑥ 现任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Ｂｉｊａｎ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 Ｅ． Ｃｈｅｈａｂｉ， “Ａｒｄａｂｉ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３８．
分治少数民族并非推动伊朗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的唯一因素，尤其在当今社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信

息互动和文化交流等或许显得更为重要，但拆分民族聚居区的确起到了将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效果。
伊朗人的户籍证明，类似于中国的户口本。
［伊朗］霍马·卡图简、［英］侯赛因·沙希迪：《２１ 世纪的伊朗：政治、经济与冲突》，李凤、袁敬娜、何

克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５－７６ 页。
［法］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张许苹、潘庆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７２ 页。
Ｍａｒａｔ Ｇｒｅｂｅｎｎｉｋｏｖ，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ａ Ｌｏｙ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Ｗｈｙ Ｄｏ Ａｚｅｒ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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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ｄａｒ Ｚａｎｇｅｎｅｈ）是库尔德人，他政治生涯履历颇丰，在伊朗历届内阁中 ９ 次担任部

长，时间长达 ３２ 年。
正是在上述措施基础上，伊朗成功构建了以波斯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但伊朗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也为国家认同的

弱化埋下了隐患。
第一，波斯人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加深了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鸿沟。 巴列维

王朝的民族政策带有明显的波斯霸权主义特征，忽视或压制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权

利。 礼萨·汗主张建构波斯民族的历史，宣扬古代波斯文化，波斯语作为国语通行

全国，学校、政府、报刊和出版书籍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公共场合不允许穿少数

民族服饰。 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经济发展差距尤为显著。 巴列维王朝重视对波斯

人聚居区的建设，少数民族世居的边陲地区则被忽视。 礼萨·汗统治后期，伊朗政

府在波斯人居住的中北部地区建设了 ２０ 座工厂，而在阿塞拜疆地区仅有 ２ 座。 巴列

维国王时期，伊朗的边疆地区继续遭到边缘化。 至伊斯兰革命前夕，阿塞拜疆人、库
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居住的省份在医疗、教育和收入水平上远低于波斯人居住的省

份。 在波斯人聚居的中部地区，贫穷人口有 ２０％，而在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低于

贫困线的人口超过 ３０％，俾路支斯坦则高达 ７０％。 进入共和国时代，波斯人与非波

斯人的差距仍未改善。 １９９９ 年的联合国报告指出，库尔德斯坦是伊朗婴儿死亡率最

高的省份，俾路支斯坦则是伊朗成人识字率最低的省份。① 长期的社会资源分配不

均和贫富差距使伊朗少数民族积怨甚深。 ２００５ 年伊朗伊斯兰议会所属研究中心的

报告指出，当前伊朗在民族问题上面临两大挑战———少数民族地区青年人失业问题

和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并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能审慎处理少数民族提出

的要求，伊朗将面临严重的内部稳定问题。② 长期以来，伊朗少数民族与波斯人政治

权力失衡，经济发展差距显著，易滋生不满情绪，从而弱化国家认同。
第二，伊斯兰政府以什叶派为纽带打造国家认同，压制宗教少数派，使非什叶派

民族与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 伊斯兰政府试图利用宗教的同质化作用培育国家认

同，弱化少数民族认同。 该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在强化什叶派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
也引起了非什叶派民族的不满。 自革命以来，非什叶派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迫害

和歧视。 例如，伊斯兰政府将巴哈伊教徒视为异教徒，肆意戕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政

府曾处决 ２００ 余名巴哈伊教徒，监禁 ６００ 余人。 逊尼派民族遭受宗教和民族双重歧

视。③ 伊斯兰政府强调什叶派认同，歧视和迫害宗教少数派，伤害了非什叶派民族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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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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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对伊朗的国家认同不利。
尽管存在国家认同弱化的诸多隐患，但总体而言，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较为

强烈。 阿塞拜疆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阿塞拜疆民众对伊朗国家具有高

度认同感。① 两伊战争中，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青年自愿走上战场，肩负起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 阿尔德比勒的阿塞拜疆商人自发向士兵和革命卫队输送

给养，只需要一句祝福作为回报，后来被全国各地的商人效仿。② 伊朗胡泽斯坦的阿

拉伯人也表现出高于本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感。 在两伊战争期间，尽管萨达姆一再

号召阿拉伯人反抗伊朗中央政府，但收效甚微，大多数阿拉伯民众首先认同自己是

伊朗人，其次才是阿拉伯人，并未倒戈相向。 俾路支人对伊朗的国家认同也较为强

烈。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政府采取压制和安抚并用之策，既加强对俾路支人的

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俾路支人的经济文化要求。 俾路支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相对良好，没有出现大范围分离主义的迹象。 从俾路支人内部来看，逊尼派宗教领

袖、各政治团体以及反对派军事组织，大都不支持分离主义，而是主张在伊朗国内追

求有限的政治自治和权力共享。③ 库尔德人是伊朗最棘手的民族问题。 相较伊朗国

内其他民族而言，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最为严重。 二战结束后，库尔德人一度裂土

建国。 两伊战争期间，部分库尔德人接受伊拉克的军事援助，反抗伊朗中央政府，趁
机谋求自治或独立。 但从历史上看，伊朗库尔德人的叛乱多是外国势力与库尔德高

层相勾结的产物，大部分库尔德人并不主张谋求独立。 正如伊朗民族问题专家卡维

赫·巴亚特所言：“对于大多数库尔德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逃避税收、
兵役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控制政策，只有一小撮库尔德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谋求自治

或独立。”④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亦反对分裂，如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谢赫·伊兹

丁·胡塞尼曾公开宣称：“我们是伊朗人，我们不会从伊朗分离。 库尔德人和波斯人

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雅利安人。”⑤从现实来看，伊朗库尔德人势单力薄，内部矛盾

丛生，不具备凭一己之力挑战中央政府的实力。 可以预见，未来库尔德人仍将是伊

朗国内少数民族生乱的主要隐患，但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库尔德人难以

对伊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实质性挑战。

四、 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建构的启示

有学者提出，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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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还是新近建立的国家，国家认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举足轻重且随时代不断变

化的问题。① 由此可见，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具有普遍性的难题。 通过

对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建构的分析，可以从中得出对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和民

族治理的几点有益启示。
第一，树立国家政治认同高于少数民族认同的理念，少数民族应首先认同国族

的集体概念和国家精神，其次才是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少
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信仰、语言和服饰等多元各异，异质文化意味着差异，过多的差

异易使国家缺乏凝聚力。 少数民族认同过于强势，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
不能相和合”，而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便容易维持统一。 因此，在多

民族国家，为了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必须把国家认同置于首位，不能让族群认

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②

第二，结合刚性的政治手段和柔性的文化手段，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建立

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 国家认同包括个体对国家主流传统文化、信念的认同以及

个体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认同。③ 巴列维王朝之前，伊朗中央政府孱弱，地
方部落离心离德，对国家的主流文化与政治权威缺乏认同。 自礼萨·汗时期以来，
伊朗不断树立和强化政治权威，对民族分离主义实行强制性打压，同时通过一系列

文化整合政策，建构或宣扬传统文化，强化民众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政治

权威的服从，从而强化了国家认同。
第三，确立主体民族优势地位，同时兼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保证弱势族群对国家

政治的参与权和社会发展红利的分享权。 在伊朗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少数民族的

政治权利受限、经济发展滞后以及语言文化权利遭到压制，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致
使伊朗国家认同存在弱化的隐患。 有学者认为，国家内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多少是

影响国家统一的关键变量，要想使各民族实现团结互助，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和诉

求。 各民族共同利益越多，国家就愈稳固，反之亦然。④ 因此，在实现国家总体发展

的同时，要确保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社会发展红利的分享权。 少数民族具

有获得感，才会对国家拥有认同感。
最后，伊朗承认国内各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伊朗民族治理的核心在于弱化

和淡化差异、不人为打造或构建差异，致力于消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促进各民

族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各民族向“和而不同”的方向发展。 伊朗政府通过推广波斯

语、实行民族服饰改革、身份证明不设民族识别以及清除各民族通婚障碍等措施，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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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化各民族的差异，促进各民族的同质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世界各民族形成的

共同过程即“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

由此可见，国族形成和发展的趋向在于弱化和淡化国内各民族的差异，促进民族间

的交融，而不是维持、固化或人为构建差异。

五、 结　 语

自古以来，伊朗各民族交往频繁，在伊朗大地上轮流建立王朝，民族成分复杂、
宗教文化多元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特征。 尽管多次遭遇外来民族的冲击与征服，但伊

朗的文明一脉相传，文化认同根深叶茂，国家认同相对强烈，在族际关系复杂多变的

中东地区显得非常特殊。
经过近百年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当代伊朗的国族认同价值体系已深入人

心，各民族对伊朗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 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滞后以

及语言文化受限，部分少数民族对伊朗政府的不满情绪亦有所增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伊朗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少数民族开始表达对自身贫穷、落后、缺乏地方

自治权以及政府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不满。 各民族提出了众多共同要求，包括保护

地方语言文化、平等的就业和职业晋升机会、共享地方管理权以及分享各省收入等。
由此观之，当今伊朗的民族问题已发生深刻变化，其主要方面不再是少数民族谋求

分裂和独立，而是各民族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文化自由等权利，换言之，是权

利问题和发展问题。 因此，创造公平、自由、共同繁荣的社会环境是当前伊朗加强民

族凝聚力、夯实国家认同基础的有效途径。 至于伊朗国家认同的持久性，伊朗社会

史专家阿塔巴克对伊朗未来是否会爆发族群冲突的观点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他

指出：“伊朗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或许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确保

个人和集体在公平获得经济发展机遇、扩大政治参与度以及提高文化地位等诸方面

的权利。 否则，一切皆有可能。”②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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